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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研究

詹　 成， 张　 晗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　 要： 外交翻译活动是建构外交理念、 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

家作为翻译的高位主体， 从政治、 外交需求出发， 对外交翻译行为进行组织管理， 我国外交翻

译由此进入制度化过程。 本文在国家翻译实践维度下考察规制性、 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制

度核心要素的组合作用， 探讨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建构机制与阶段特征， 认为该

时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以翻译群体的组织结构、 行为模式和共同信仰为表征， 以翻译机构与人

才培养的专业化、 翻译行为与翻译流程的规范化， 以及翻译教育与实践的内化为路径， 得以确

立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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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交往活动， 随着实践的复杂程度增加， 会逐渐超越 “个人” 或 “小
组” 独立操作的松散而不固定的模式， 走向依托组织制度的规范化、 有序化的固化模式 （任

东升、 高玉霞 ２０１５）。 翻译制度化是翻译被赋予使命色彩后的必然趋势， 体现国家组织制度对

翻译的干预和控制。 外交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载体， 是国家机构翻译的典型代表， 具

有政治性和民族性特征， 本质上是制度化翻译， 同时也是国家翻译能力和外交能力建设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出于政治、 外交和文艺政策上的考量， 对翻译活动进行了宏观调

控， 翻译被纳入制度化体制， 因而具有服从和服务国家政治的功能 （任东升、 赵禾 ２０１８）。 相

应地， 我国在语言教育、 译员培养、 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规范， 设立了外交翻译专

业机构， 制定并践行了国家至上的伦理规范， 形成了较为科学的行为模式， 为外交翻译制度

化提供了社会结构和活动框架。 这一阶段是规制性、 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制度化要素共

同发挥作用的过程。
本文将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阶段视为新中国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轫时期，

通过细致考察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外交翻译实践，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翻译活动为

主， 结合其他外交翻译现象， 探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活动制度化的建构机制、 阶段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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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及效应。
１．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背景

国家翻译是历史的具体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有着复杂的外部促动和

内生力量。 一方面， 新中国受到国际关系上的压力， 需通过外交翻译活动突破外交封锁防

线， 赢得权力资本； 另一方面， 中国共产党执政时期的外交翻译活动需与时俱进， 适应执政

环境和外交需求的新情况。 这一阶段的历史背景为解释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

生提供了一定的理据。
１. １ 打开外交局面的迫切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 针对如何争取国家被承认并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如何争取国际援助和保

障国家安全等具体外交问题， 我国领导人先后提出了 “另起炉灶”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和 “一边倒” 三大外交方针 （黄庆、 王巧荣 ２０１６： １０）， 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确定了方向与原

则。 中国亟待在多边外交舞台上崭露头角， 而外交翻译实践则是新中国传递国家话语的重要

渠道。 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外交部举行成立大会， 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创建新

型外交队伍， “一支立场坚定、 忠实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纪律严明、 有战斗力的队伍……一

支文装解放军” （裴坚章 １９８９： ３０２－３０３）。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政治气候和国家外交战略使

外交翻译行为目标明确、 动机强烈， 赋予其政治任务的属性。
１. ２ 继承外事翻译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外交工作队伍建设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 有一定的历史沿袭。 当时，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和国统区都建立了对外交际的部门， 担起 “半官方半独立” 状态下翻

译工作的重任。 １９３９ 年， 设立延安交际处， 通过外国友人将延安介绍给世界； １９４４ 年， 设

立军委外事组， 接待并配合美军观察团的相关工作； １９４６ 年， 成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
负责内战停战谈判、 联系国民党和美方等任务 （袁西玲 ２０１４）。 这些外事活动培养了一大批优

秀的外事翻译人才， 如师哲、 陈家康、 章文晋等。 中国共产党的 “政权翻译实践” （任东升、

李江华 ２０１４： １５－２２） 储备了外事翻译人才， 建立了外事翻译机构的雏形， 培养了外事翻译工

作的优良传统， 在准国家翻译实践向国家翻译实践的过渡中为新中国外交翻译的制度化夯实

了基础。
２．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

制度是用以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行为规则

（体系） （邹吉忠 ２００３： ６８）。 美国组织社会学家理查德·斯科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Ｓｃｏｔｔ） 总结了制度

的三大基础要素， 即规制性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要素、 规范性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要素和文化认知性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要素， 他认为 “这些制度要素或层面， 以相互依赖和相互强化的方式，
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框架， 既能容纳又能展现这些结构的力量和弹性”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１４： ５９－

７０）。 其中， 规制性要素确立规则， 由高度专业化的机构来负责实施； 规范性要素强调的是

社会生活的规定性、 价值评价性和义务责任性层面， 指导具体的行动者如何行动； 文化认知

性要素建构人们关于社会现实本质的共同理解， 创造了意义生成的框架， 与组织逻辑和更广

泛的意识形态相嵌套。 以规制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和文化认知要素三大要素观照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外交翻译活动， 可以梳理出外交翻译的制度化表征、 实现路径和具体指标 （如下页

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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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

基础要素 制度化表征 实现路径 具体指标

规制性 组织结构
翻译机构专业化

人才培养制度化

设立翻译职能部门， 体量不断扩充

建立语言教育基地， 制定培育计划

规范性 行为模式
翻译行为规范化

翻译流程科学化

宏观指导与微观规范相结合

翻译质量和翻译效率有保障

文化认知性 共同信仰 教育与实践内化 国家意识和价值诉求有机统一

　 　 外交翻译制度化要素可具体体现为翻译的组织结构、 行为模式和共同信仰。 在国家翻译

实践中， 国家运用权力与实力对外交翻译进行全局性操控， 分别通过翻译机构专业化、 人才

培养制度化、 翻译行为规范化、 翻译流程科学化， 以及翻译教育与实践内化， 保障国家翻译

实践。 规制、 规范与文化认知作为制度的三大维度， 构成了外交翻译制度化的有机整体， 使

翻译主体遵从制度规定、 履行制度功能、 服务国家翻译实践。
２. １ 外交翻译组织的规制性要素

制度与组织相互依存， 制度使组织行为趋同并合法， 组织为制度提供运行空间 （张学娟

２０１９： １７３－１７４）。 在制度的规制性层面， 以翻译管理组织和培育组织的专业化为表征， 通过

设立和升级国家翻译机构、 制定人才培养模式， 可实现外交翻译组织结构制度化。
１） 翻译机构专业化

外交部建立之初， 仅在办公厅秘书处下设编译科， 主要负责俄语和英语的翻译工作。 若

有重要外交事件， 译员常从各部门抽调组队。 １９５１ 年，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 遣返战俘工作

需要翻译协助进行， 时任美澳司北美科科长凌青为翻译队队长， 队内召集了各行各业人士，
如懂外语的医生、 大学生、 政协委员等 “客串” 翻译 （凌青， 等 ２００５）。 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前

夕， 周总理指示时任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将翻译人员全部组织起来进行训练考核， 在世界青年

布拉格和平理事会工作的董宁川被急召回国参加考试， 并入选日内瓦代表团， 成为中方领导

人的首席法语翻译 （董宣川 ２００８）。 可见， 在面对重大或紧急外交事件时， 仍存在译员数量短

缺和临时征调的问题。 随着外交业务的不断发展， １９５５ 年， 外交部设立了专门的翻译部门，
即办公厅一科 （翻译科）。 １９６４ 年， 翻译处成立， 负责英、 法、 俄、 西、 阿 ５ 个语种的翻译

任务 （施燕华 ２００９）。 从编译科、 翻译科到翻译处的组织架构升级， 标志着外交翻译实现了

从外事机构的附属业务转变为智力集约化、 资源整合化的专业独立的职能部门， 这是外交翻

译制度化的重大进展。
２） 人才培养制度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缺乏专业的翻译人才， 国家根据外交需求进行了语言教育的战略部署，
统筹规划翻译人才培养。 周总理在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１ 年 ８ 月的外交部工作报告中指出，
“除了加强在职干部的各种学习外， 还设立了以下教育机构： …… （三） 俄文专修学校第三

部： 培养俄文翻译人员 （并准备东欧国家语文） …… （四） 外国语学校： 专门培养翻译人

员， 现分英文、 法文、 德文三系……， 为适应客观要求， 该校今年拟增设印度文、 日文、 阿

拉伯文、 西班牙文等系” （廉正保 ２００５： ４９）。 根据国家外交形势的变化，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周总

理指示外交部 “必须配齐所有兄弟国家和各重要资本主义国家语文的翻译”， 以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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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育基地， 国家出资聘请专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又制定了新的培养翻译的五年规划

（戚义明 ２００６： ３９－４２）。 连续性的部署筹划推动了翻译人才培养制度的落实， 从根本上改善了

译员短缺的问题， 为外交翻译实践蓄力。 翻译院校规制和师资的建设， 体现了国家对于翻译

人才的全局性、 长远性规划和集约化、 专业化培育， 完善了翻译人才保障体系， 为外交翻译

制度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和执行主体。
２. ２ 外交翻译行为的规范性要素

规范性要素强调在既定的情境和角色中， 如何行事才适当， 符合规范性的期待。 在国家

意志指引下， 通过规范翻译群体各成员的行为， 来保证翻译群体组织存在的秩序性和稳定性

（任东升、 高玉霞 ２０１５）， 也是翻译制度化的路径之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译员实现了规则

与行为、 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 受权力场域的归化， 接受高位主体的宏观指

导， 并以集体行为方式回应和塑造微观规范； 另一方面， 遵循科学化、 规范化的翻译流程，
保障国家翻译质量和效率， 是翻译制度化的重要表现。

１） 翻译行为规范化

外交语言的政治敏感性、 外交翻译的特殊性和中国外交话语的民族性决定了国家外事部

门在翻译活动中不能套用一般的翻译伦理标准 （高玉霞、 范大祺 ２０１９）。 宏观上， 外交译员们

遵循忠诚于国家的翻译伦理及规范， 同时在实践中通过规范赋能形成了实用的外交翻译思

想， 自下而上地推动了翻译行为规范化。 例如， 中美大使级谈判代表团翻译过家鼎 （１９８４）

曾表示， 为使听者易懂， 译文 （无论是中文还是外文） 应该尽量口语化， 句子简短， 用词

朴素。 保加利亚语翻译刘知白认为翻译要模拟讲话人的口吻， 把他的语气、 感情色彩都传达

给听者， 译员不能根据自己对所谈话内容的见解随意地增删或改动谈话者所说的话 （曹文泽

２０１３： ３２６）。 俄语翻译王凤祥强调翻译要给自己定位， “给在场的人留下的感觉是， 你在那里

又不在那里， 有你又没有你” （曹文泽 ２０１３： ２１０）。 这些伦理规范符合翻译活动的基本原则，
实现了制度的实质合理性。

２） 翻译流程科学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实践， 无论是译前准备、 译中质量把控还是译后定稿， 都呈

现出流程化、 精细化、 规范化的趋势。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 年间中苏关系恶化， 《人民日报》 在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６ 日至 １９６４ 年 ７ 月 １４ 日期间连续发表 ９ 篇长篇评论 （简称 “九译” ）， 对苏共

中央 《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予以全方位的批评 （辜晓进 ２０２０）。 “九
评” 的翻译流程是翻译班子的中国专家负责初稿， 写作中提供资料的各单位同时负责提供

外文的原文供翻译参考， 中外专家负责审稿润色， 而最后的定稿人为资深的中国专家和具有

共产党员身份的外国专家 （任东升、 王晓梅 ２０２１）。 “九评” 的翻译实践， 以专业严密的翻译

流程规范体现出国家翻译实践高度的政治性和自利性。 外交口译也同样遵循科学的过程规

范， 拥有强大的团队做后盾， 老同志事前帮助释疑， 出谋划策设计预案， 其他同事负责模拟

陪练， 实战之日也会有资深的翻译旁听 （曹文泽 ２０１３： １９３）。 翻译流程的规范运作为保障国

家翻译实践创造了一切有利条件， 实现了制度的形式合理性。
２. ３ 外交翻译群体的文化认知性要素

制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构成了任何个人存在的前提， 共同的文化背景是制度在其中运

行和展开的基本条件 （邹吉忠 ２００３： ７２）。 规制性和规范性两大制度要素的实施都离不开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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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框架和价值诉求。 首先，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译员们在外语教育中内化了对国家意

识的认知。 １９５１ 年， 德语翻译梅兆荣进入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 经历了知识分子的无产阶

级思想改造后， 强化了社会主义意识， “使我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宗道一、 傅铮

铮 ２００４： １８１）， “祖国需要什么， 我就做什么” （曹文泽 ２０１３： １２）； 西班牙语翻译汤柏生表示

“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 我们就到哪里” （曹文泽 ２０１３： ７２）。 他们的职业选择是政治选择的延

续， 构成了共同的文化框架。 其次， 在翻译实践中， 译员们遵循国家至上的翻译实践理性。
朝鲜战争停战谈判的翻译工作时常是在炮火中进行的， 英语翻译邱应觉回忆， “有时遇上深

夜敌机飞临上空， 赶紧抱上文件公文包， 跑到附近的防空洞” （宗道一 １９９６： ６８－７１）。 强烈的

使命感根本在于翻译价值和译员认知的契合， 是译员基于对自己信仰价值的尊重而做出的自

愿选择。 在外语学习和翻译实践中， 译员们对国家意识的认知和对翻译价值的诉求有机统

一， 对共同信仰的理解、 认识与接受使译员角色真正实现了 “制度化”。
３．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特点

翻译制度化是国家对翻译实践的一种治理手段， 是渐进的、 动态的、 被建构的过程。 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制度化仍处于起步阶段， 有其阶段性特征， 体现在制度主体间的权

力关系和组织运行的兼容并包。
３. １ 高位主体凸显

制度化是各层级主体互动的过程， 离不开权力场域强有力的政策推动和直接指导。 新中

国成立初期， 国家领导人作为国家翻译实践中的高位主体， 在机制建构和翻译实践方面直接

参与外交翻译制度化建设， 尤其在规制性和规范性层面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在顶层设

计上， 周恩来总理向中央提交了 《关于加强培养翻译干部工作的意见》 （１９６１） 和 《关于解

决当前外语干部严重不足问题应急措施的报告》 （１９６４） （裴坚章 １９８９： ３１６－３２７）， 是外交翻

译制度化的指南针和催化剂。 在具体落实上， 陈毅副总理阐明了外文、 外交业务学习与政治

学习的相互关系， 批驳了一些 “左” 的看法和做法 （丛文滋 ２００３）。 在翻译实践中， 高位主

体也会给予专业指点。 如对于某一词的译法常由周总理亲自敲定， “……往往在午夜或拂晓

前， 我们就会从总理秘书的电话里接到总理的指示” （过家鼎 ２００４： １－２）。 在外事活动间隙，
周总理还经常对翻译人员进行考试 （施燕华 ２０１３： ４５）。 高位主体对翻译工作亲自指导， 跨越

级别与低位主体互动， 促进了译员翻译规范的养成和外交翻译制度化的发展。
３. ２ 运作模式灵活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程度较低， 精尖翻译人才及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仍处于

短缺状态。 随着翻译部门体量升级， 外交部的翻译机构由俄语和英语扩充到英、 法、 俄、
西、 阿 ５ 个语种， 为保障国家翻译实践， 形成了 “通用语种常驻化＋非通用语种灵活化” 的

管理模式。 涉及多语种重大外交翻译任务时， 会临时成立翻译处组， 举全国之力召集翻译人

才形成专家翻译群体。 １９５６ 年召开的中共八大， 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邀请其他国家的共产

党代表列席会议。 “从全国许多部门调来的精通外语的翻译专家……分别来自中调部、 中联

部、 外交部等单位翻译和教学的岗位” （白国良 ２００２： ４７－４８）。 日语翻译刘德有由原单位外文

出版社被借调至中共八大翻译处， 对大会文件和讲话进行文字翻译， 并为领导人和国外代表

所作报告做同声传译 （刘德有 ２０１２）。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翻译任务， 常统筹制度内外和机

构内外的译员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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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制度化的成效

１９４９—１９６６ 年期间的外交翻译制度化处于起步阶段， 具有显著意义。 翻译制度化运行

的产出即制度化翻译， 保障了国家翻译实践， 推动了外交话语平等， 使外交翻译的定位、 功

用和价值得以明晰， 为后续制度的成熟和升级增强了适应性和内聚力， 最终为国家外交事业

做出贡献。
４. １ 赋能国家翻译实践

外交翻译制度化通过集约化的智力配备、 权威的翻译政策、 高效的运作模式、 国家利益

至上的伦理规范， 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翻译实践提供了制度保障， 使我国的外交翻译从先

天不足到自给自足， 极大地释放了翻译生产力， 翻译国家队的雏形始现。 由阎明复、 朱瑞

真、 赵仲元组成的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亲历了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 （阎明复 ２０１５）； 以章文晋

为首的日内瓦会议翻译组见证了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身份参加多边外交活动 （张兵 ２０１６）；
万隆会议上周总理的英文翻译浦寿昌将 “和平共处、 求同存异” 的理念传向世界 （张彦

２００９）。 这些制度化实践为 ７０ 年代中美破冰、 中国重返联合国在内的第三次外交高潮储备了

国家翻译经验。
４. ２ 推动外交话语平等

国家对于外交翻译的重视， 推动了外交翻译制度化， 而制度化实践的专业表现和政治使

命则有助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以国家外交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举国之力

建构外交翻译制度， 对内保障了国家利益的实现， 对外推动了国际话语关系的演变。 中苏数

次交往中， 中方译员阎明复和李越然得到双方领导人的信任和肯定， 在后期两国关系交恶

时， 亦能通过制度化的翻译行为准确地传达国家意志和立场。 制度化的外交翻译使得中国在

外交交锋中赢得了语言资本和象征资本， 实现了外交翻译的 “政治等效”， 获取了 “话语平

等” （杨明星、 张琰 ２０２０）。
５． 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 外交翻译作为制度化翻译， 配合国家外交行为， 以言行事， 使新中国融

入国际社会， 完成国家自我形象塑造和政权合法性诉求， 为国家赢得了外交资本和话语权。
国家作为具有双重性身份的行动者， 既是发起外交翻译实践的主体， 又是行动和规则的制定

者， 通过规制性、 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要素发挥合力， 确立和保障了制度实施。 翻译作为一

种建构对外话语和民族身份的力量， 其制度化的过程彰显了国家翻译实践在特定历史时期的

内在机理和底层逻辑。
翻译制度化的产生有其观念前提， 受到国家需求的制约与引导， 并以其为转移。 翻译制

度化是国家意志的上层建筑表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外交发展的需求和理念为外交翻译制

度化： １） 提供了价值定位和合理性， 规约国家翻译实践的原则、 理念和功用； ２） 预制了

制度产生与运行的逻辑框架， 保证国家翻译实践的适用性、 效力和效率； ３） 赋予了制度实

践的评估依据， 反思国家翻译实践的决策、 秩序和效果。
翻译制度化是国家翻译实践的生长基因， 制度化翻译是国家翻译实践的发展产物， 二者

互为因果、 相互促成， 是历史的具体的不断延伸的链条。 国家翻译实践以发展为取向， 翻译

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是国家意志和翻译实践、 理性建构与能动演进对立统一的过程。 国家利益

锚定了制度化翻译体系的基本框架， 翻译制度化则构成了国家翻译实践发展的动力机制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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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 当前新形势催生了翻译工作的重大意义， 翻译制度化与制度化翻

译是历史之鉴， 更是时代之需， 必将继续实现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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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ａｐａｎ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ｔｒ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ｏｕｒ ｖｏｉｃｅ ｈｅａｒ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ｓｔｒｕｃｋ，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ｗｅａｋ ｂｏｔｈ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ｗｓ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ｍｙ
ｈａｄ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ｒｅ 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ｏｎ⁃ｐｒｏｆｉ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ａ ｃｏｖｅｒ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ｐａｇｅ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 ｄ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ｒ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ＰＲＣ， ｂｙ
Ｚ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Ｈａｎ， ｐ. ８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ａｇ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ｐ ａｇ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ｔｈｕ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ｐｉｌｌａｒｓ （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ｖ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ａｉ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ＪＩＡＯ Ｄａｎ， ＳＵ Ｍｉｎｇ， ｐ. ２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ＬＰ） ｍａｋｅｓ ｕｐ ａ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ＴＰ）， ｆｏｒｇｉｎｇ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ａ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ＳＴＰ．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ＬＰＳＴ）， ｔｈｅｎ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
ｂｏｔｈ ｉｔｓ ｂｒｏａｄ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ｉｔ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ｏｌｄ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ＬＰＳＴ ｏｒ ＳＴＰ ｈａｓ ｉｔ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ｎｄｕｒａｂｌ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ｇｅ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ｌｏｏｋ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ＰＳＴ ｕｐｏｎ ＳＴ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Ｌ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ａｓ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Ｊｏｙ， ｂｙ ＰＡＮＧ Ｈａｏ⁃ｎｏｎｇ， ＳＨＥＮ Ｐｉｎｇ， ｐ. ３８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 ｏｆ Ｊｏｙ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ｓ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Ａｌｉｃｅ Ｗａｌｋｅｒ'ｓ ｄｅｐ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ｔｉｐ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ｅｂｅｒｇ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ｕｓｅ
ｈａｒｍ ａｎｄ ｔｏｒｔｕｒｅ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ｗｏｍｅｎ ａｒ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ｒｏｓｓ ｔｈａｔ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ｃ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ａｓ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ｉｎ Ｓｔｅｉｎ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ａｓ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ｌｉｇｈ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ｉ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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